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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语》首章是《论语》论“学”最重要的章节之一，历代儒者对其所作注释直接反映了时人对“学”

的实然或应然的理解，对“学”的不同认识也关联着不同的对《论语》的理解和应用方式。通过对《论语》

注本中“学而时习之”一章里“学”字释义对比研究，可以发现从汉至宋学字的训释存在着较大差异，

这种对学字的理解即学观念反映出了两个时代其思想上的不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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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hapters on “learning”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annotations made by the Confucians in previous dynasties directly 
reflect the people’s actual or supposed understanding of “learning”.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learning” are also related to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methods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roug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d “learning” in the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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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earning while learning” in the annotation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we can find that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d “learning”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the Song 
Dynasty. This concept of “learning is learning” reflects the different id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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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对于古代的政治社会生活有着积极意义，它不仅仅是一个观念，更关系到具体的制度和实践。

通过对从汉至宋《论语·学而》篇“学而时习之”章注疏史的梳理，本文旨在呈现汉宋之间“学”字释

义之差异，展现“学”观念在古代思想史上的嬗变，探究学观念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 

2. “学”观念与汉宋训“学”之例示 

2.1. “学”与《论语》首章 

皇侃疏解“学而第一”篇目曰：“以《学而》最先者，言降圣以下，皆须学成……此书既遍该重典以

教一切，故以《学而》为先也”[1]。朱子曰：“此为书之首篇，故所记者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门、积

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2]。《学而》一篇可谓正是《论语》一书的“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

者之先务”，起着“开宗明义”之功效。钱穆先生亦云：“孔子一生重在教，孔子之教重在学，孔子之

教人以学，重在学为人之道，本篇各章，多务本之义，乃学者之先务，故《论语》编者列为全书之首。

又以本章列本篇之首，实有深意”[3]。无论朱子还是钱穆都予以该篇“本”的定位，这便说明对《学而》

的解读是直接关系到《论语》整体的把握和定位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通过《论语》注疏史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学”之一字从汉代到宋代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注释差

异。“学”之一字呈现出了极大的阐释张力，并且汉宋儒者对学观念的认识以及对《论语》的解读也明

显带有思想上的显著差异，这不得不说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问题。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来对

汉宋之间训“学”之差异进行研究，并借此呈现其《论语》文本阐释中所反映出的不同时代思想和学术

上的差异。 

2.2. 汉宋训“学”之例示 

正如钱穆之言“《论语》自西汉以来，为中国识字人一部人人必读书。读《论语》必兼读注。历代

诸儒注释不绝，最着有三书：一、《何晏集解》，网罗汉儒旧义。又有皇侃《义疏》，广辑自魏迄梁

诸家。两书相配可谓《论语》古注之渊薮。二、朱熹《集注》，宋儒理学家言，大体具是。三、刘宝

楠《论语正义》，为清代考据家言一结集”[3]。此外还有程树德的《论语集释》，为最晚出、参考注

家最多(约六百余家)之本[4]。本文所引《论语》释文大体以上述各家为准，当然亦不乏别家之言，以为

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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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训“学”为“觉” 
汉代《论语》注疏训学为“觉”。东汉《白虎通》云：“学者，觉也，觉悟所未知也”[5]；南朝梁

皇侃《论语义疏》中亦引《白虎通》说法，谓之：“谓为学者，白虎通云：‘学，觉也，悟也’言用先

王之道，导人情性，使自觉悟也。去非取是，积成君子之德也”[1]。 

2.2.2. 训“学”为“效” 
宋代训“学”为“效”。朱子《论语集注》：“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

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2]。又《朱子文集》中说到：“夫学也者，以字义言之，则己之

未知未能而效夫知之能之之谓也。以事理言之，则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谓之学。虽稼圃射御之微，亦曰

学，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独专之，则所谓学者，果何学也？盖始乎为事者：老所以学而至乎圣人之事”

[4]。 
通过注疏史的比较从中便可发现许多问题，首先如何理解每一种学的训释，其背后合理性的根据是什

么？其次，在这样的学观念之下，我们如何去理解和把握《论语》其意涵，如何理解“学而时习之，不

亦说乎”这一章的内容？最后是为何“学”的训释，亦即“学”观念会呈现出如此迥异的结果，为何“学”

观念会有从“觉”到“效”的转变？以上这些问题的回答便构成了本文的主要内容，下面本文将对这些

问题一一展开论述。 

3. “学”观念之差异与“学而时习之”章注释 

3.1. 引经据典：“学”之“觉”解 

训“学”为“觉”，“觉”作何解？《白虎通》认为“觉”是觉悟自己所不知道、不了解的东西。这

一种说法难免流于疏阔。皇侃的《论语义疏》中解释道：“言用先王之道，导人情性，使自觉悟”[1]。
“觉”即以“先王之道”为遵循，约束、规范和节制人的欲望、行为和观念的一种行为活动。可以将皇

侃对“学”之“觉”义的说明表述为：学即是一种奉守先王之道，引导性情走向觉悟的活动。所谓的先

王之道在两汉时期指的便是儒家的经典，尤以指六经，皇侃所理解的“学”即是一种以六经来指导人的

思想观念、行为举止，进而达到“自觉悟”的活动。这一解释所强调之处在于“以先王之道”，即以六

经为遵循。而所谓的以六经为遵循，指的是六经与汉代政治的紧密关系。两汉时期，独尊儒术，凡治一

经皆有其用：《洪范》察变、《禹贡》行河、《春秋》决狱、《诗经》进谏，亦人所共知；即使是郊祀、

封禅这样的政教大典，经师们彼此可能存在异议，但都是直接作用于现实，而非空谈坐论。 
正如陈壁生《孝经学史》一书中所言，汉代政治伦常的建立与经学学术传统是密不可分的[6]。整个

两汉没有固定的宪章法典但是却能正常地处理讼狱祭祀典礼等诸多事宜，这归功于经学对政治的参赞之

效。孔子所作五经具有大宪章的作用和意义，是汉世政治教化的价值之源[6]，六经在两汉时期很大程度

上是作为法令宪章来使用和解读的。 
皇侃在其《论语义疏》中对学而时习之一章做疏解时颇费了一番笔墨来论述汉代之学制，并多处引用

《学记》原文言明为学之道，亦即觉悟之道。在皇侃的注疏之中，能够清晰地读出那个时代的人们所普

遍遵循的一种生活方式与制度规范，由此也可见两汉时期六经与人们的政治生活的联系。皇侃认为“学”

乃“以先王之道导人情性，就是在申述学乃是一种遵循六经之教义而觉悟所未知的活动。这一活动既是

个人的学习实践，同时又落实为一套以此为目的的制度。“觉悟”即是从未知到已知的过程，这一过程

最重要的参考就在于先王之道即六经。由此“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就可以解释为只要认真遵循先王

之道，以至于对事事物物都能达到未知到已知的转变，并且能够时时惯习之，那么无论是生活还是其余

自然无忧矣，当然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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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学为圣人：“学”之“效”解 

通过朱子对学的新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几个关键点。首先，朱子并不反对汉唐注疏中训学为觉的

做法，这点可以从他对学的训释中仍然采用了“觉”的说法看出。不过他在觉的基础上加上了先后的区

别，即觉有了一个先觉与后觉的次第。如此一来学就不单单是一个觉悟的过程了，当觉有了先后之分，

那么可以把先觉看作是已觉，而后觉这样的说法意味着存在“未觉”的情况，那么学就变成了一个后觉

或者说未觉向先觉或已觉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如何实现，朱子认为通过“效仿”，也就是模仿。经过

这样的改造，学的核心便不再是觉而变成了效，这正是朱子对学字作出的新的训释之处。 
其次，朱子认为后觉者效先觉之所为可以明善而复其初，并且还预设了一条人性皆善的观点，这又与

汉唐时训学为觉大有不同。汉唐时训学为觉，觉的作用无非是使“觉悟所未知”，“自觉悟”尚未论及

人之性善与否的问题。而朱子没有否定“觉悟所未知”的说法，从后觉(未觉)到先觉(已觉)的转变过程便

可看作是“觉悟所未知”，这样就将汉儒训释中的觉悟之意扩展了。 
不过这里需要指明的是，所谓的“自觉悟”在两汉经解中如前文所述，指的应是通过遵循六经之教义

而觉悟到所未知的这样一个结果，重点在于从未知到已知。而朱子将之与人性关系起来，明善性复其初

的核心在于回复到人之性善的这样一个本然状态。但是朱子所述仍可看作是一种觉悟的表现，从未觉到

已觉，所觉者是什么呢？朱子说是明性而复其初，皇侃则说是自觉悟，二者或无异焉。 
最后，从朱子的注释中我们可以读出的是，朱子强调后觉可以效仿先觉。何为先觉？元代的许谦在其

《读论语丛说》中说道：“集注‘先觉之所为’，此‘先觉’字当专以古之圣贤言之”[7]，许谦认为朱

子所说的先觉指的是古之圣贤。并且对于学者如何效先觉，许谦指出“盖圣贤制行立言，无非天理之至，

凡威仪之节，六艺之文，经之所载者，皆足为万事之准的。学者当于此求知其理，学行其事，故有成就

而无弊”[7]。圣贤为后世制定了规章典范，留下了至理名言，是我们能够将之作为万世准绳的。所以学

者应当从这些圣贤的经典之中求取他们的至理，仿效他们的处事，这样便能有所成就而不会有所弊病。 
根据陈壁生的观点，宋儒解经所关切的当是修养为己之学[8]。如此一来，当宋代儒者将“学”训释

为“效”时，并且此“效”明确指向圣人，即“学为圣人”，我们便能把“学而时习之”一章大意概述

为：读书人想要求取圣人之心而效仿圣人之行并且时时习之，最终学业精进，与圣人之心日渐，自身之

修养愈高，善性愈明，德行愈著，心中自然无限欢喜。 
对圣人观念的新体认直接影响到了宋人的学观念，正是在训学为效的这样一个学观念的前提上，效先

觉、学行其事、见圣人之意等主张方才得以建立。但或许正是为了回应学为圣人朱子方才在前人训学为

觉的前提上，发明“效”之一义。这个问题留待下一章进一步的论述。 

4. 从“觉悟”到“效”：汉宋差异——学术传统与圣人观 

汉儒训“学”为“觉”在方法上采用对字义字形的训诂考证，在思想上解释章句涵义则带有明显的辅

助政治的倾向，即不单单是在释读《论语》章句，还有对一种通过制度的阐明以便应用于实践的意图。

而宋儒训“学”为“效”在方法上没有纠结拘泥于字形原意，而更多主观阐发，将之纳入理学思想体系

中理解；在思想上强调对先觉即圣人的仿效最终达到明善复其初的目的，偏重于个人道德境界与思想水

平的提升。从觉到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两方面来把握：其

一，是汉宋之间学术传统的不同，其二则是圣人观念的变化。 

4.1. 学术传统的不同 

汉宋在学术传统上的差别一言以概之，即经学与道学的区别。两宋理学之兴起本就可视作一场全新的

革命，其要义是绕开汉唐的经传注疏这些圣人之法的内容，而直接求取圣人之心[8]。陈壁生认为宋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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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经学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出现了一种反汉唐以来经学注疏的旧传统，而独辟出一条重新理解五

经的新路径。在汉唐的经学旧传统之中，经学注疏是为了理解“圣人之法”；而宋明的五经注疏，更侧

重于理解“圣人之心”。圣人之法与圣人之心的区别或可看作经学与道学的本质性区分。 
为何宋代更侧重于圣人之心而非圣人之法呢？《河南程氏遗书》中提到二程弟子苏季明“尝以治经为

传道居业之实，居常讲习，只是空言无益，质之两先生”[9]。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北宋之时，经书已

经不足以主导当时的社会生活与政教大典。大批读书人投身科举，但真正能够考中进入官场还能够治经

的则少之又少。不在其位而治五经，经学的实用性便仅限于“居常讲习”而不能诉诸政治之效，难免流

于空言。随着经学与社会的互相脱离，汉唐注疏亦变得愈加“不切实际”，教习五经及其注疏，基本上

无谓于政治社会，更无预乎世道人心。 
当此之时，外有蛮敌环伺，虎视眈眈；内有释老大行，儒道不昌。经学的确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程

颐认为：“圣人之道，坦如大路，学者病不得其门耳，得其门，无远之不到也。求入其门，不由于经乎？

今之治经者亦众矣，然而买椟还珠之蔽，人人皆足。经所以载道也，诵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

乃无用之糟粕耳”[9]。经典作为圣人之法，本用以载道，但若在一个治经已成“空言无益”的时代，治

经实处于两难之境：求究经中之义，则无预于世道；求取经中之道，则经流于无用。面对心外之经学无

益，心内之佛老泛滥，宋学之重心转向探究个体德性。因为只有个体德性才是切己之论，而非无用空谈；

并且只有个体德性的重建，才能够在内排斥释老，从而重建经学。 
总之，汉儒视五经为圣人之法，法可以具体化就能够施行于政治社会生活。宋儒认为治经“空言无益”，

五经之法不能直接应对现实，所以将五经理解为圣人之道，道是抽象的只能用以裨益个人道德修养。因

此朱子注解《论语》将其纳入理学的学术体系之中，《论语》便不再是一部论述制度的范典而成为个人

修德的导论，论语之“学”便成为了“为己之学”。 
汉人经学与宋人道学，二者均有意重新建构一种秩序，但是二者在途径上则迥乎不同。经学的核心问

题是通过塑造政治制度重建新的生活方式。因为只有塑造好的共同体(家、国、天下)才有好的个体，经师

的责任在于重新解释五经来为当世立法。道学的核心问题是个体的德性启蒙，只有塑造好的个体，个人

的内圣充分发展，才能够形成好的共同体[8]。儒生的责任在于更好地解释《四书》，寻找培德养性之道。

汉代《论语》与《孝经》一并，是五经之羽翼，群经之基础，是总述圣人之法、指导国家社会政治伦常

的根本性大纲；而到了宋代，《论语》是圣人之道，是教施民众以修习向善、积极为人的基础法门。汉

儒训学为觉到宋儒训学为效的转变其实也不过是汉代“引经据典”的学术传统转向宋代“学为圣人”的

学术传统的一个侧面反映。 

4.2. 圣人观的变化 

汉代之“学”则以经典为学，即遵循六经，依据六经所制定的典范来行动。“盖学者所以学圣人之道，

而圣人往矣，道在方策也”[4]。汤用彤《谢灵运〈辨宗论〉书后》一文中便有“谓圣人不可至不能学，

盖在汉代已为颇流行之说”[10]的观点。汤用彤认为“在魏晋之学‘天’为‘人’之所追求憧憬，永不过

为一理想。天道盈虚消息永为人力所不能挽。圣道仰高钻坚，永为凡人之所不能及。谓圣人既不能学，

自不可至，固必为颇风行之学说也”[10]。 
在汉人眼中，圣人乃生而知之、不学而知、不学而能，天性纯然至善、完满自足。因此汉人不大可能

产生明确的直接求索于圣人的意图，皇侃《论语义疏自序》中说：“但圣人虽异于人者神明，而同人者

五情。五情既同，则朽没之期亦等……至哀公十六年，哲人其萎……微言一绝，景行莫书”[1]。汉魏之

人并不会说有一个圣人，我们要去向他学习；而是圣人很伟大，但是圣人已矣，不可方思。不过他为后

世留下了不朽的经典，经典中记载了先王所以治理天下，顺天睦民的至德要道。我们应该按照圣人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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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中的那样去生活去行动，“上以尊仰圣师，下以垂轨万代”，把圣人放在心里虔敬地尊重仰慕，把

圣人为后世留下的经典当作万世之准绳，百代之垂轨来恪守奉行。圣人是用来尊仰的而不是人可以随意

效仿的。遵循先王之道从而知道怎么做是对的这个过程就是觉悟，就是学习。至于先王和圣贤则早已离

我们远去，我们只能通过对他们留下的经典的解读来体会他们的心意，圣贤之所以为圣贤，就代表着是

高不可攀、触不可及的。 
但是宋以后，可以发现无论是效先觉，还是学行其事都开始有了直接向圣人自身去求取的路向。《河

南程氏遗书》云：“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

矣。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与圣人所以至圣人，而吾之所以末至者，所以

未得者，句向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见矣”[9]。我

们不再是单纯地去研究经典，去觉悟其中的先王之道，而是力图直面圣人之心，效法圣人，以此来广修

良善、华育道德。宋人会强调，我们不仅要去求取经典，更要去仿效圣人的言行处事，揣摩其用心，通

过对圣人的效仿来使自己变得优秀。经典变成了学习者效仿圣人最终变得和圣人一样的修炼手册。《焦

氏笔乘》记载赵孝孙答李彦平“‘学而时习之’以何者为学？”之问，答曰：“所谓学者，非记问诵说

之谓，非寻章绘句之谓，所以学圣人也”[4]。 
汤用彤认为就中国思想之圣人观而言，前后发生了从魏晋圣人不可至不可学到隋唐圣人可至不可学再

到宋代圣人可至可学的转变[10]。这一切与佛教的传入与发展有着深切关系，汤用彤认为佛教的圣人可学

可至的成佛思想对传统儒家的圣人不可学不可至的圣人观产生了巨大影响[10]。到了宋代，较之汉魏，圣

人观已然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一点可在周敦颐的思想中得以反映。 
周敦颐继荀子之后又一次举起“圣可学”的大旗[11]。他首先否定了圣人的先天性与神圣性。在前人

的认知里，圣人是生而知之，具备先天的完美道德与知识，是凡夫俗子所无法企及的。周敦颐则认为，

“贤圣非性生，必养心而至之，养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12]。因此他主张“学以成圣”，

认为“圣可学”[12]。周敦颐的“圣可学”思想昭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从此，“成圣成贤”成为宋明

儒者的毕生追求。“成圣”之学也变成了儒学的旗帜和象征。二程曰：“人与圣人，形质无遗，岂学之

不可至耶？”[9]。朱熹则明确提出：“圣人是为学而极至者”[13]。正是基于这一点，朱子才会在《论语》

开篇强调为学之重要性，并且特地将学训释为效先觉，即学为圣人。朱子认为人人都具有圣人的天理成

分，但圣人在人世间并不广泛存在，这是因为人们的圣人之理为人欲所掩蔽，成圣就在于存天理、灭人

欲：“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13]。后世王阳明也有类似说法“学者学圣人，不过是

去人欲而存天理耳”[14]。在王阳明看来，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因此，王阳明不禁感叹：“满

街人都是圣人”[14]。 
综上所述，“学”观念从“觉悟”到“效”的转变可从学术传统和圣人观的发展变化得以反映。但正

如钱穆在《论语新解》中说：“旧说：学，觉也，效也。后觉习效先觉之所为谓之学。然社会文化日兴，

文字使用日盛，后觉习效先觉，不能不诵读先觉之著述，则二义仍相通”[3]。无论是觉还是效，其本意

上仍有相通之处，我们在注意到二者的差异之时，也不能就此忽视了其共同之处，如此方能在二者的转

变中准确把握住其中的精髓和要旨。 

5. 结语 

通过对《论语》注本中“学而时习之”一章里“学”字释义对比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从汉至宋“学”

字的训释存在着较大差异，这种对学字的理解即学观念反映出了两个时代其思想上的不同特点。汉代训

学为觉，一方面这是就字形字义训诂考证的结果；另一方面这也与汉代经学传统下凡治一经皆有所用的

特点有着密切联系。基于觉悟所未知这一意涵，汉之人将一套学者该如何按照学制进行学习从而理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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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遵奉制度的道理灌输给民众，《论语》有了政教大典的作用。宋代训学为效，这一方面由于学术传

统上从经学向道学的转变，治经不再是作为政治手段以赞助社会生活，而是切己为己修养自身德行的途

径。另一方面这是圣人观念上的变化所致，圣人不再是神而明之、遥不可及而变得可学可至、学极而至。

圣人观与学术传统的转变，使得以圣人之法为核心的五经之学走向以圣人之心为核心的四书之学，而《论

语》的政教大典定位亦随之改变，成为总述学习之必要性以及发起向圣人学习号召的宣言书。训学为效，

学为圣人，圣人不仅可学而且当学，凡学者必效先觉之所为，方能明性而复其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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